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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分权式环境规制为背景，针对聚合式发展的城市群出现的环境激化问题，引入地方政府的治理成

本、机会成本、治理收益等合作性参数，及中央政府的经济激励、经济补贴等政策性参数，构建一种新的城市群污

染跨区域协同治理路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同时分别对不同主体进行策略选择研究，分析主体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

及相互作用关系，确定系统均衡稳定策略及其存在的条件。通过对不同策略组合的演化过程进行仿真模拟，探究分

权式环境规制下城市群污染跨区域协同治理路径，提出建立激励与约束机制、联防联控机制、区域一体化协同机制

发展建议。研究表明：对于地方政府，选择“合作行为”的概率与其他地方政府选择“合作行为”的概率、中央政

府选择“严格督查”的概率呈正相关；中央政府选择“严格督查”的概率与地方政府选择“合作行为”的概率呈负

相关。对于系统稳定策略，主体策略的演化速度会受到自身及其他主体策略选择比例的影响，但无论比例取值如何

变化，都不会改变群体的最终策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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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正处于全球第三次城市化运动的浪潮中。2012 年，中国城市化率占比首次突破 50%。作为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

高阶组织形式，城市群指的是依托发达的交通网络和通信设施，在特定地域上集中分布的若干特大城市和大、中城市集聚而成的

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的城市联合体，具有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高度一体化的显著特征[1]。现阶段，我国已经形成

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为核心力量的主

要城市群体[2],建立以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的新模式，形成推动国家重大区域融合发展的新战略。因此，城市群是我国经济增长

的重要引擎，我国城市群以 10%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全国 1/3的人口，为国家贡献了超过 3/4的经济总量
[3]
。 

城市尤其是城市群聚合式的飞速发展势必消耗大量的环境资源，产生巨大的环境压力。城市群现已成为我国环境问题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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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化的敏感地区。集中全国 3/4 经济总量的中国城市群，同样集中了全国近 3/4的污染产出。然而，目前我国对城市群的污染治

理主要是以总量控制为主的集中治理，即国家设定排放总量目标，各个城市按照分配的排放指标单独完成污染治理任务[4]。这种

非合作控制型区域污染治理模式存在明显不足
[5]
:一是，各地单独进行污染治理的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现有环境污染区域性的空间

溢出效应。据《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城市群环境污染状况已由局地污染逐渐演变为区域性、复合型污染。二是，各地污染

物治理在设备技术、治污能力和治污成本方面存在差异，需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实现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城市群污染的

跨区域协同治理。2016 年，《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以改革创新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并着重强调以生态保护提供发展新支

撑，实施生态建设与修复工程，深化大气、土壤和水污染跨区域联防联治，建立地区间生态保护机制[6]。因此，构建生态宜居的

城市群空间形态，进行城市群污染跨区域协同治理，实现其与资源环境的和谐发展，是城市群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城市群空间结构是指容纳人口社会活动及其相互作用的土地、交通、能源等城市基础设施物理结构及其形态的综合，其结构

特征对资源环境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并直接决定区域未来可持续发展与否[7]。通过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理想状态下环境污染的模

拟研究发现，环境质量是城市群规划评价的重要指标，功能复合的紧凑型城市群相较于分散型、网络型城市群对资源环境的影响

较小[8]。同时，城市群密度和人均能耗呈负相关，城市群密度越低则人均能耗越高，密度较高的城市群依靠成熟的基础设施建设

能够有效地降低人均能耗[9]。城市群空间扩张的资源环境响应研究主要包括 3 个层次[10,11,12]。(1)从发展适宜度与协调发展模式、

自然资源与区位定位、土地利用与生态评价讨论城市群空间分布与自然资源环境的相互作用。(2)从气候变化、能源消耗、环境

绩效探讨城市群空间扩张的资源环境效应问题，提出城市群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发展的建议。(3)通过构建模型讨论城市群空间

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研究模拟技术在分析城市群发展对资源环境影响方面的应用。如Liang等[13]应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理论解决城市化问题。Anurag 等[14]以 GIS 系统为平台，分析城市群与环境关系的复合框架。潘敏杰等[15]构建城市动态演化模型，

分析城市群对资源环境的胁迫作用和资源环境对城市群的约束作用。王欢明等[16]着重分析了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重构与可持续

再生发展的影响因素。 

相关的研究还涉及城市群环境风险管控研究，包括环境脆弱性识别、企业和工业园区等综合区域的环境风险评价方法、突发

性城市环境事件的应急管理[17],研究方法主要有线性加权求和法、函数模型法、集对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等[18]。此外，在城

市群价值共创与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包括城市多要素耦合理论、价值共创行为与感知[19],如由城市代谢模式决定环境要素流量之

间的关联关系；考虑政府管理体系中的安全性及潜在环境风险；涉及心理参与和身体参与、感知参与和实际参与等的测量指标，

涵盖经济价值、社会价值、质量价值、情感价值等的感知体验价值[20,21,22]。 

上述研究内容已逐步趋于完善，但仍存在不足。在研究视角方面，区域环境管理机制研究较多关注分散的工业集聚区、某一

具体的生态保护区或脆弱地带，对于大型经济带，尤其是产业集中的城市群形成的经济与环境复合系统，缺少从环境规制的角度

研究城市群污染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在研究过程方面，大部分研究侧重于单一生态环节，如环境效益与成本投入、影响因素及

驱动力、绿色指标评价，缺少对环境规制政策下各种影响因素组合条件和共同作用的综合分析和全过程动态分析。 

因此，本文以分权式环境规制为背景，针对聚合式发展的城市群出现的环境激化问题，引入地方政府的治理成本、机会成本、

治理收益等合作性参数，及中央政府的经济激励、经济补贴等政策性参数，构建一种新的城市群污染跨区域协同治理路径三方演

化博弈模型。同时分别对不同主体进行策略选择研究，分析主体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及相互作用关系，确定系统均衡稳定策略及

其存在的条件，并通过对不同策略组合的演化过程进行仿真模拟，探究分权式环境规制下城市群污染跨区域协同治理路径，并提

出发展建议。 

1 博弈模型的构建 

1.1 问题描述 

在中国式分权下，中央政府在推进城市群污染跨区域治理工作中，主要采取以行政手段、经济手段为主的环境管制模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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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权力调控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环境规制，达到区域内多方政府通过合作型联防联治工作取得污染防治的整体目标。具体规制过

程如下。 

(1)中央政府给予某一城市群区域内地方政府污染治理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专项资金用于补贴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过程中

的环保设备技术改进、污染监管和治理成本。同时以环境税分税制，即环境保护税收分成比例，激励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环境规

制，促进地方企业进行绿色生产和达标排放污染物，提升城市群区域整体环境质量。 

(2)对于环境规制政策，地方政府可能面临短期内地方经济效益下降的可能，城市群区域内的地方政府参与跨区域环境协同

治理的行为策略集包括合作和非合作两种。非合作行为，即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利益而忽略环境影响，进而偏离共同维护区域生态

的整体目标，属于经济偏向型地方政府；合作行为，即地方政府更多地考虑环境因素，以改善区域环境为目标，属于环境偏向型

地方政府。 

(3)若地方政府选择合作行为，需要支付并承担一定的地方污染治理成本、区域合作交易成本和短期经济损失，同时获得地

方污染治理单方收益和区域整体环境收益。考虑到城市群污染的区域性，若地方政府选择非合作行为，需要承担地方污染造成的

环境损失与其他地方政府的负外部性损失，同时获得污染治理方产生的正外部性收益。 

(4)针对地方政府的不同策略选择，中央政府通过督查判断城市群区域内的地方政府是否履行环境规制政策。其督查的程度，

可以选择严格督查，即督查范围覆盖全部地区；也可以选择宽松督查，即抽查部分地区治理情况。 

(5)通过核定督查结果，对于积极参与城市群污染跨区域治理的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程度的奖励。对于不参与合作治理区域

污染的地方政府，需退还专项治理资金，将所得环境税收收入作为罚款上缴，并向被迫进行属地治理的地方政府支付一定的生态

补偿。 

其分权式环境规制的流程如图 1所示。 

 

图 1分权式环境规制下城市群污染跨区域治理机制 

1.2 前提假设 

假设 1 在分权式环境规制下，针对城市群污染问题进行跨区域协同治理，存在 1 个中央政府和某个具有环境污染效应的城

市群。在该城市群中，存在 n(n>1)个地方政府分别对所在城市的环境污染进行治理。且环境污染治理的净收益值为正，忽略城

市群外部环境对本区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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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2中央政府给予城市群区域内地方政府 i污染治理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Fi。地方政府 i的环境保护税收分成di。 

假设 3 对于环境规制政策，地方政府治理污染获得的单方收益为 PRi;单独治理污染获得的城市群区域收益为 CRi;支付的地

方污染治理成本为 ci。地方政府需要承担的短期经济损失为 JLi。同时，地方政府承担地方污染造成的环境损失为 HLi,且地方政

府的外部性效应系数为εi(0<εi<1)。 

假设 4 若地方政府 i 在区域污染合作治理中选择合作行为，城市群中的某一地方政府与其他外部地方政府为达到合作治理

污染目标需要支付一定的区域合作交易成本 TC;获得的区域整体环境协同收益为 TE。 

假设 5 中央政府通过督查判断城市群区域内的地方政府是否履行环境规制政策，其环境督查成本为 SC。当中央政府选择宽

松督查时，地方政府被抽查的概率为φ(0<φ<1)。 

假设 6 通过核定督查结果，对于积极参与城市群污染跨区域治理的地方政府 i,给予的奖励为 Ri。对于不参与合作治理区域

污染的地方政府 i,需要向被迫进行属地治理的地方政府支付的生态赔偿为 Pi。且除生态赔偿外，对于不参与合作治理区域污染

的地方政府，还需退还专项治理资金 Fi,将所得环境税收收入 di作为罚款上缴。 

1.3 模型构建 

为了得到合理的结论，针对环境规制的现实复杂性，分析影响演化博弈主体和策略过程的具有关键性、共性的影响因素，在

此基础上系统构建演化博弈模型。 

1.3.1 支付矩阵 

在分权式环境规制下，针对城市群进行跨区域污染协同治理的地方政府，分析所有地方政府在策略选择的共性问题，把地方

政府分成两大群体，即一个本地政府、除本地政府外的其他外部政府，即存在本地政府(i=1)和外部政府(i=2)随机独立地、重复

地选择合作或不合作污染治理行为。假定城市群内本地政府为异质小群体，城市群内除本地政府外的其他地方政府作为一致性

大群体，异质小群体对一致性大群体的外部性影响程度相同，一致性大群体的策略选择由群体中占优的个体百分数决定，大、小

群体参与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行为策略集包括合作和非合作两种。其中，本地政府选择合作行为的概率为 x(0≤x≤1),选择非

合作行为的概率为(1-x);外部政府选择合作行为的概率为 y(0≤y≤1),选择非合作行为的概率为(1-y)。同时，中央政府通过督

查判断城市群区域内的地方政府是否履行环境规制政策，其督查程度选择严格督查的概率为 z(0≤z≤1),选择宽松督查的概率为

(1-z)。 

根据上述条件假设，城市群中的本地政府、外部政府及中央政府在进行跨区域污染协同治理时演化博弈的支付矩阵如表 1所

示。 

表 1城市群污染跨区域协同治理演化博弈支付矩阵 

博弈方 

中央政府 

严格督查 宽松督查 

本地政

府 
合作 

外部政

府 
合作 

PR1+TE+F1+D1+R1-TC-C1-JL1 PR1+TE+F1+D1+φR1-TC-C1-JL1 

PR2+TE+F2+D2+R2-TC-C2-JL2 PR2+TE+F2+D2+φR2-TC-C2-J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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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1+PR2+TE-SC-(F1+F2)-(D1+D2)-

(R1+R2) 
PR1+PR2+TE-φSC-(F1+F2)-(D1+D2)-φ(R1+R2) 

非合

作 

PR1+CR1+F1+D1+R1+P2-ε2HL2-C1-JL1 PR1+CR1+F1+D1+φR1+φP2-ε2HL2-C1-JL1 

-(1-ε2)HL2-P2 (1-φ)(F2+D2)-(1-ε2)HL2-φP2 

PR1+CR1-HL2-SC-(F1+D1+R1) PR1+CR1-HL2-φSC-(F1+D1+φR1)-(1-φ)(F2+D2) 

非合

作 

 

合作 

-(1-ε1)HL1-P1 (1-φ)(F1+D1)-(1-ε1)HL1-φP1 

PR2+CR2+F2+D2+R2+P1-ε1HL1-C2-JL2 PR2+CR2+F2+D2+φR2+φP1-ε1HL1-C2-JL2 

PR2+CR2-HL1-SC-(F2+D2+R2) PR2+CR2-HL1-φSC-(F2+D2+φR2)-(1-φ)(F1+D1)1 

非合

作 

-HL1-ε2HL2 (1-φ)(F1+D1)-HL1-ε2HL2 

-HL2-ε1HL1 (1-φ)(F2+D2)-HL2-ε1HL 

-SC-(1+ε1)HL1-(1+ε2)HL2 
-φSC-(1+ε1)HL1-(1+ε2)HL2-(1-φ)(F1+D1)-(1-

φ)(F2+D2) 

 

1.3.2 动力系统 

本地政府选择合作行为的期望收益 u11、选择非合作行为的期望收益 u12,及策略选择的平均期望收益 u¯分别为： 

 

 

外部政府选择合作行为的期望收益 u21、选择非合作行为的期望收益 u22,及策略选择的平均期望收益 u¯2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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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选择严格督查的期望收益 u31、选择宽松督查的期望收益 u32,及策略选择的平均期望收益 u¯3分别为： 

 

本地政府的复制动态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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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政府的复制动态方程： 

 

中央政府的复制动态方程： 

 

为简化运算，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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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0<φ<1,得 b1>0、b2>0、a3<0、b3<0。 

对于环境规制政策，中央政府通过污染治理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环境保护税收分成、奖励机制等一系列政策提高地方政府进

行跨区域协调治理的积极性。同时，随着治污水平的提升，地方政府的污染治理成本、短期经济损失均会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因

此，(13)式中 D1>0、D2>0。 

由(10)式、(11)式、(12)式、(13)式得到三维动力系统(I): 

 

2 主体策略选择分析 

2.1 本地政府 

对本地政府的复制动态方程 F(x)=x(1-x)(a1y+b1z+c1yz+d1)求一阶偏导，得： 

 

(1)若 则 F(x)=0,即所有水平均处于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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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 令 F(x)=0,则稳定点为x=0、x=1。 

有 F’(x)|x=0<0,则 x=0为演化稳定策略； 

有 F’(x)|x=1<0,则 x=1为演化稳定策略。 

地方政府策略选择的动态演化路径如图 2所示。 

 

图 2地方政府策略选择动态演化路径示意图 

图 2中空间分为Ⅰ、Ⅱ两部分，当地方政府初始状态处于空间Ⅰ时，x=1是均衡点，即地方政府趋向于选择合作行为；当地

方政府初始状态处于空间Ⅱ时，x=0 是均衡点，即地方政府趋向于选择非合作行为。 

结论 1 本地政府选择“合作行为”的概率，会随着外部政府选择“合作行为”的概率、中央政府选择“严格督查”的概率

的增加而提高。 

结论 2 当 b1或 D1增大时， 减小，导致空间Ⅰ增大而空间Ⅱ减少。即当中央政府加大对本地政府的奖励 R1或惩

罚力度 P1、提高给予本地政府的污染治理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F1或环境保护税收分成 D1;当本地政府通过提高治污水平增加单方收

益 PR1或单独治理污染提升城市群区域收益 CR1、降低地方污染治理成本 C1或短期经济损失 JL1,将提高本地政府选择合作行为的

积极性。 

2.2 外部政府 

对外部政府的复制动态方程 F(y)=y(1-y)(a2x+b2z+c2xz+d2)求一阶偏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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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 则 F(y)=0,即所有水平均处于稳定状态。 

(2)若 令 F(y)=0,则稳定点为y=0、y=1。 

有 F’(y)|y=0<0,则 y=0为演化稳定策略； 

有 F’(y)|y=1<0,则 y=1为演化稳定策略。 

外部政府策略选择的动态演化路径如图 3所示。 

 

图 3外部政府策略选择动态演化路径示意图 

图 3中空间分为Ⅳ、Ⅲ两部分，当外部政府初始状态处于空间Ⅳ时，y=1是均衡点，即外部政府趋向于选择合作行为；当外

部政府初始状态处于空间Ⅲ时，y=0 是均衡点，即外部政府趋向于选择非合作行为。 

结论 3 外部政府选择“合作行为”的概率，会随着本地政府选择“合作行为”的概率、中央政府选择“严格督查”的概率

的增加而提高。 

结论 4 当 b2或 D2增大时， 减小，导致空间Ⅳ增大而空间Ⅲ减少。即当中央政府加大对外部政府的奖励 R1或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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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 P1力度、提高给予外部政府的污染治理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F2或环境保护税收分成 D2;当外部政府通过提高治污水平增加单方收

益 PR2或单独治理污染提升城市群区域收益 CR2、降低地方污染治理成本 C2或短期经济损失 JL2,将提高外部政府选择合作行为的

积极性。 

2.3 中央政府 

对中央政府的复制动态方程 F(z)=z(1-z)(1-φ)(a3x+b3y+d3)求一阶偏导，得： 

 

(1)若 则 F(z)=0,即所有水平均处于稳定状态。 

(2)若 令 F(z)=0,则稳定点为z=0、z=1。 

当 因 b3<0,有 F’(y)|y=1<0,则 z=1为演化稳定策略； 

当 因 b3<0,有 F’(y)|y=0<0,则 z=0为演化稳定策略。 

因 a3<0、b3<0、0≤x<1、0≤y<1,得 d3>0。 

中央政府策略选择的动态演化路径如图 4所示。 

 

图 4中央政府策略选择动态演化路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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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中空间分为Ⅴ、Ⅵ两部分，当中央政府初始状态处于空间Ⅴ时，z=1是均衡点，即中央政府趋向于选择严格督查；当中

央政府初始状态处于空间Ⅵ时，z=0 是均衡点，即中央政府趋向于选择宽松督查。 

结论 5 中央政府选择“严格督查”的概率，会随着本地政府选择“合作行为”的概率、外部政府选择“合作行为”的概率

的减少而提高。 

结论 6当 d3增大时， 减小，导致空间Ⅵ增大而空间Ⅴ减少。即当中央政府适当提高给予地方政府的污染治理专

项转移支付资金 Fi或环境保护税收分成 di,将适当降低督查概率，更高效、更经济的机制管理将逐渐代替人力督查。 

3 系统稳定策略分析 

3.1 均衡点分析 

命题 1 三维动力系统(I)存在 8 个 3 种群采纳纯策略的均衡点(0,0,0)、(0,0,1)、(0,1,0)、(1,0,0)、(1,1,0)、(1,0,1)、

(0,1,1)、(1,1,1)。 

证明：对于三维动力系统(I),当 F(x)=0、F(y)=0、F(z)=0, 

有 x=0 或 1、y=0 或 1、z=0 或 1, 

即(0,0,0)、(0,0,1)、(0,1,0)、(1,0,0)、(1,1,0)、(1,0,1)、(0,1,1)、(1,1,1)是三维动力系统(I)的 8个 3种群采纳纯

策略的平衡点。 

证毕。 

命 题 2 三 维 动 力 系 统 (I) 可 能 存 在 4 个 单 种 群 采 纳 纯 策 略 均 衡 点  

,其中第一个平衡点的存在条件为：-1<d3b3<0、

同理可得其他 3个平衡点的存在条件。 

证明：对于三维动力系统(I),当 F(x)=0、F(y)=0、F(z)=0,且 x=0 时， 

有 b3y+d3=0、b2z+D2=0,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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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0<y<1、0<z<1,得  

即 是第一个平衡点的存在条件。 

同理可得其他 3个平衡点的存在条件。 

证毕。 

命题 3三维动力系统(I)可能存在 1个混合策略均衡点(x*,y*,z*)∈(0,1)。 

证明：对于三维动力系统(I),当 0<x<1、0<y<1、0<z<1时， 

令 F(x)=0、F(y)=0、F(z)=0, 

有 a1y+b1z+c1yz+d1=0、a2x+b2z+c2xz+d2=0、a3x+b3y+d3=0, 

得 且  

当Δ>0时，存在(x*,y*,z*)∈(0,1)。 

证毕。 

3.2 协同演化路径分析 

由三维动力系统(I)构建雅克比矩阵： 

 

由雅克比矩阵(19)得系统的均衡点及特征值，如表 2所示。 

根据演化博弈理论，满足雅克比矩阵所有特征值都为非正时的均衡点才是系统的演化稳定点(ESS)。 

因 d1>0、d2>0,则 E1(0,0,0)不是 ESS;又 b1>0、b2>0,则 E2(0,0,1)不是 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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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系统的均衡点及特征值 

均衡点 

特征值 

λ1 λ2 λ3 

E1(0,0,0) D1 D2 d3(1-φ) 

E2(0,0,1) b1+D1 b2+D2 -d3(1-φ) 

E3(0,1,0) a1+D1 -d2 (1-φ)(b3+d3) 

E4(1,0,0) -d1 a2+D2 (1-φ)(a3+d3) 

E5(1,1,0) -(a1+D1) -(a2+D2) (1-φ)(a3+b3+d3) 

E6(1,0,1) -(b1+D1) a2+b2+C2+D2 -(1-φ)(a3+d3) 

E7(0,1,1) a1+b1+C1+D1 -(b2+D2) -(1-φ)(b3+d3) 

E8(1,1,1) -(a1+b1+C1+D1) -(a2+b2+C2+D2) -(1-φ)(a3+b3+d3) 

 

因 

 

对于环境规制政策，中央政府通过污染治理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环境保护税收分成、奖励机制等一系列政策提高地方政府跨

区域协调治理的积极性。同时，随着治污水平的提升，地方政府的污染治理成本、短期经济损失均会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因此，

(20)式、(21)式中 a1+D1>0、a1+b1+C1+D1>0。同理可得，a2+d2>0、a2+b2+C2+D2>0。则 E3(0,1,0)、E4(1,0,0)、E6(1,0,1)、E7(0,1,1)

不是 ESS。 

(1)当 a3+b3+d3<0时 

 

因 0<φ<1,当且仅当 2(F1+D1+F2+D2)-SC-R1-R2<0 时，a3+b3+d3<0,此时 E5(1,1,0)为 ESS。 

结论 7当中央政府的督查成本 SC与制定的关于污染治理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Fi和环境保护税收分成 di、奖励 Ri和生态补偿Pi

政策，满足 2(F1+D1+F2+D2)-SC-R1-R2<0时，地方政府倾向于选择“双方治理”的合作行为，中央政府倾向于选择宽松督查以确保

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资金有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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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 a3+b3+d3>0时 

 

因 0<φ<1,当且仅当 2(F1+D1+F2+D2)-SC-R1-R2>0 时，a3+b3+d3>0,此时 E8(1,1,1)为 ESS。 

结论 8当中央政府的督查成本 SC与制定的关于污染治理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Fi和环境保护税收分成 di、奖励 Ri和生态补偿Pi

政策，满足 2(F1+D1+F2+D2)-SC-R1-R2>0时，地方政府倾向于选择“双方治理”的合作行为，中央政府倾向于选择严格督查以确保

政策的实施效果。 

综合(22)式、(23)式，各参数变化对本地政府、外部政府、中央政府跨区域污染协同治理策略演化方向的影响如表 3所示。 

4 仿真模拟分析 

考虑到分权式环境规制下城市群污染跨区域协同治理中本地政府、外部政府和中央政府在不同稳定性条件下的策略选择具

有差异性，为更直观地研究所构建的演化博弈模型，本文运用Matlab对稳定性条件下策略组合的演化过程进行数值仿真与模拟

分析。 

表 3治理参数对行动策略的影响 

参数类别 参数变化 鞍点变化 相位体积变化 行动演进方向 

中央补贴 

F1↑;F2↑ x*↓,y*↓,z*↓ V↑ (合作，合作，严格) 

D1↑;D2↑ x*↓,y*↓,z*↓ V↑ (合作，合作，严格) 

督查成本 SC↓ x*↓,y*↓,z*↓ V↑ (合作，合作，严格) 

经济激励 R1↓;R2↓ x*↓,y*↓,z*↓ V↑ (合作，合作，严格) 

 

目前，在我国众多发展成熟的城市群中，依托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以占全国 2%的国土面积和 11%的人口为国家贡献

了近 20%的国民生产总值。作为中国“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区域，长三角城市群具有强大的经济、科技、人口聚

集效应和规模效应，在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但长三角城市群因人口基数大且流动性

强、可利用土地面积少、资源配置有限、生活生产活动相对密集等一系列问题，其城市群的聚合式发展势必产生巨大的环境压

力，在社会公共治理方面城市群面临严峻的城市环境风险挑战，使长三角城市群成为环境问题集中激化的敏感地区。 

本文选取长三角城市群作为主要研究区域对象，考虑到城市群中上海市的集聚效应，以及周边省会城市中合肥市日益加剧

的污染效应，将上海市作为本地城市，合肥市作为外部城市，进行相关数据收集与仿真模拟研究。首先，选取在城市群区域污染

中具有普遍性、广泛性污染效应的工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作为调研对象，其数据收集工作主要集中在废气污染物、废水污染

物、工业固体废弃物。具体来说，结合《全国生态环境统计公报》《上海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安徽省环境质量年报》获取总氮

排放量、总磷排放量、PM2.5、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和综合利用量的污染物数据。其次，结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的相关内容，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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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在区域性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性决策数据。再者，结合《中国统计年鉴》关于国民经济核算、资源和环境、区域发展方

面的内容，获取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环保投入、合作治理方面的决策数据。 

情景 1本地政府、外部政府和中央政府采取(合作行为、合作行为、宽松督查)策略演化 

将参数取值为 F1=3、D1=2、R1=1、P1=2、C1=6、JL1=3、HL1=2、PR1=4、CR1=2、ε1=0.6;F2=2、D2=1、R2=0.5、P2=1、C2=4、JL2=2、

HL2=1、PR2=3、CR2=1、ε2=0.4;TC=2、TE=3,SC=17.5、φ=0.5。三方主体策略初值变化对演化结果的影响如图 5所示。 

其中，图 5 各个分图中，不同簇彩色线条分别代表，在不同策略初值下，x(或 y、z)变化对本地政府(或外部政府、中央政

府)策略演化的所有可能的影响结果。各个分图中同一簇彩色线条代表，某一策略初值下，x(或 y、z)变化对本地政府(或外部政

府、中央政府)策略演化影响的最有可能的结果，同一簇每条线条代表 x(或 y、z)与 t的一种对应的可能影响关系。 

结论 9 当中央政府设定的污染治理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Fi和环境保护税收分成 Di较小、奖励 Ri较大、环境督查成本 SC 较大

时，2(F1+D1+F2+D2)-SC-R1-R2<0,本地政府、外部政府、中央政府选择(合作，合作，宽松)稳定策略。即在本地政府、外部政府均

倾向于选择合作行为时，中央政府只需提高合作治理中获得的奖励，降低督查概率，使系统进入良性循环。 

结论 10 对于(合作，合作，宽松)稳定策略，当本地政府、外部政府策略选择的比例越大，中央政府策略选择的比例越小，

系统演化至 x→1、y→1、z→0的时间就越短、速度越快。但无论 x、y、z取值如何变化，都不会改变群体的最终策略决策。 

情景 2本地政府、外部政府和中央政府采取(合作行为、合作行为、严格督查)策略演化 

将参数取值为 F1=3、D1=2、R1=1、P1=2、C1=6、JL1=3、HL1=2、PR1=4、CR1=2、ε1=0.6;F2=2、D2=1、R2=0.5、P2=1、C2=4、JL2=2、

HL2=1、PR2=3、CR2=1、ε2=0.4;TC=2、TE=3,SC=15、φ=0.5。三方主体策略初值变化对演化结果的影响如图 6所示。 

 

图 5三方主体策略初值变化对演化结果的影响(情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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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三方主体策略初值变化对演化结果的影响(情景 2) 

其中，图 6 各个分图中，不同簇彩色线条分别代表，在不同策略初值下，x(或 y、z)变化对本地政府(或外部政府、中央政

府)策略演化的所有可能的影响结果。各个分图中同一簇彩色线条代表，某一策略初值下，x(或 y、z)变化对本地政府(或外部政

府、中央政府)策略演化影响的最有可能的结果，同一簇每条线条代表 x(或 y、z)与 t的一种对应的可能影响关系。 

结论 11当中央政府设定的污染治理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Fi和环境保护税收分成 di较大、奖励 Ri较小、环境督查成本 SC 较小

时，2(F1+D1+F2+D2)-SC-R1-R2>0,本地政府、外部政府、中央政府选择(合作，合作，严格)稳定策略。即在本地政府、外部政府均

倾向于选择合作行为时，若中央政府在经济补贴和经济奖励两种政策选择前者，需提高督查概率，使系统进入良性循环。 

中央政府设定的奖励标准与地方政府的治污成本有关，当治污投入越高时，奖励的幅度越大。中央政府在经济补贴和经济奖

励两种政策中选择前者，意味着地方政府因实际因素的限制降低治污投入，中央政府需选择经济补贴制度，并辅以严格督查，确

保地方政府选择合作行为。 

结论 12在系统趋于稳定时，中央政府选择严格督查或宽松督查，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治污成本。即当地方政府的治污成

本较高时，中央政府选择宽松督查；当地方政府的治污成本较低时，中央政府选择严格督查。 

结论 13 对于(合作，合作，严格)稳定策略，当本地政府、外部政府、中央政府策略选择的比例越大，系统演化至 x→1、

y→1、z→1的时间就越短、速度越快。但无论x、y、z取值如何变化，都不会改变群体的最终策略决策。 

5 结语 

现阶段，经济进步、城市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影响是城市及城市群发展面临的重要科学问题，为有效应对城市群的

空间扩张及其资源环境负荷的加剧，本文在理论层面完善分权式环境规制下城市群污染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实现区域生态价

值共创；在实践层面缓解城市群空间增长的资源环境压力，为跨域调控提供参考性方法和建议，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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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地方政府，其选择“合作行为”的概率，随着其他地方政府选择“合作行为”概率、中央政府选择“严格督查”概

率的增加而提高；地方政府通过技术革新提升治理收益、降低治理成本或减少短期经济损失，将提高其选择合作行为的积极性。 

(2)对于中央政府，其选择“严格督查”的概率，随着地方政府选择“合作行为”概率的减少而提高；中央政府加大奖惩力

度、提高治理补贴，将促进督查概率的降低，使更经济高效的机制管理逐渐代替人力督查。 

(3)在中央政府的约束下，本地政府、外部政府的系统稳定策略均趋向选择“合作行为”。中央政府只需提高地方政府合作

治理中的奖励，即可降低督查概率，反之若中央政府在经济补贴和经济奖励中选择前者，则需提高督查概率，使系统进入良性循

环。 

为建立分权式环境规制下城市群污染跨区域协同治理路径，本文尝试提出两个方面的创新思路建议。 

(1)在激励与约束机制基础上，中央政府在实施生态性补偿、经济性补贴政策的同时，建立合作性奖励、懈怠性惩罚机制等，

有效推动合作治理联盟的达成与巩固。 

(2)在环境污染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基础上，建立地方政府成本投入与收益产出的多方合作优化协调机制，以此形成稳定的合

作联盟以促进区域污染防治策略与行动的可持续性，实现城市群区域生态价值的共创。 

本文的结论可看作是提高城市群污染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一种思考。进一步的研究可全面分析地方政府

在协同治理中的成本与收益差异，深入研究约束措施与调控力度，巩固“常态型”合作治理联盟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将提升“内

涵式”驱动力作为推动长期合作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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